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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阳，刘艳青，万霞，丁黎明．探索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市场化新路径———以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机制为例．国家公园（中英文），２０２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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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市场化新路径
———以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机制为例

赵　 阳１，刘艳青１，万　 霞２，丁黎明２，∗

１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２ 四川省生态环境对外交流合作中心，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国家公园提供数量最多、价值占比最大的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其生产供给主要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存量的稳

定性和持续性。 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难以分清具体的权利人与受益者，因
此受到 “度量难”“交易难” “抵押难”“变现难”的“四难”制约，这使国家公园依靠财政支出的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 根据“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的“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方法和英美澳等国的成功经验，建议我国将国家公园作为

生物多样性信用提供方，通过与企业开展“横向”价值交换，创新使用将开发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抵消净零的指标交易模式，并
通过绿色金融支持信用质押贷款、提升企业 ＥＳＧ 评级等激励优化，辅以强制信息披露、市场准入许可等硬性约束，合力加速形

成生物多样性信用投融资惠益国家公园并惠及周边社区的市场机制。
关键词：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创新资金机制；生物多样性抵消；生物多样性信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昆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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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它们代表我国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精华部分， 包含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拥有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为人类不仅提供食品、
药材、能源等物质产品， 还提供水源涵养、气候调节、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调节服务产品， 以及休闲旅游、美
学体验等文化服务产品［１］。 国家公园在实行严格保护的同时，通过开发生态产业、完善商品交易机制、采用

特许经营和生态旅游等方式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努力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取得了积极成效。
然而，国家公园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支出的局面仍未改善，企业与公众付费占比很低，有偿使用制度还

不完善，绿色产业还没有形成规模，特许经营还不规范，市场化程度还有欠缺，公益组织参与案例较少，国家公

园品牌价值还没有充分体现［２］。 我国在建立国家公园多元化资金机制方面，有哪些国际经验与模式可以效

仿，在哪些国家开展了什么活动、有何经验教训、从立法强制、政策保障与市场激励的角度分析还存在哪些问

题等，目前国内还缺少深入研究。 ２０２２ 年《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发布，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将遴选出 ４９ 个国家

公园候选区，使我国建成全世界最大国家公园体系的宏伟目标。 这无疑对拓宽融资渠道、增加资金投入提出

更高要求，同时也使借鉴国际经验、发挥市场作用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
本文梳理多个国家应用“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方法的实践模式，总结经验（主要分科学量化信用价

值、政策推行信用认证、市场实现信用交易三个发展阶段），分析该方法应用于我国国家公园市场化实现生态

产品价值的机制构建，为通过政策创新，使生物多样性价值得以真实反映，解决外部性问题提供理论指导，为
国家公园立法推动新建机制促进生物多样性信用标准化、企业信用交易和银行信用质押提供参考依据，为促

进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实施提供有益的方法补充及借鉴。

１　 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与问题

１．１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

１． １．１　 国家不断加大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开展国家公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重点生态工程，增加中央向地方“纵向”
转移支付投入，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增设公益岗位，妥善安置当地居民和森工企业职工；部分试点实

施跨流域、跨区域的“横向”生态补偿，体现了“谁受益、谁补偿”的公平发展原则，激励地方政府间协作保护生

态环境［３］。
１．１．２　 公园管理方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发展生态旅游，设计景观资源有偿利用制度，用极小面积的非资源消耗型发展换取大面积保护；开辟景区

将运营特许给国有旅游公司，每年特定比例的门票收入用于对当地社区直接经济补偿，使景区反哺社区［４］；
居民还可经营摊位售卖土特产，通过资源入股获得分红，参与环卫、巡护、解说、项目建设等服务获得劳动报

酬，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５］。
１．１．３　 地方政府不断探索开发生态产业方式方法

依托环境优势，将闲散的山、水、林、田、民居等资源整合成资产包向市场招商，申报地理标志或绿色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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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生态友好的品牌效应，实现市场溢价、企业盈利和居民增收“三赢”；挖掘国家公园品牌价值，拓宽公益渠

道，实施“蚂蚁森林”试点， 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 引导公众在支付宝中认领“虚拟”的公益保护地，企业根据

累积的公众认领积分，向保护地捐资植树造林［６］。
１．１．４　 社区生计福祉通过资源统筹管理不断增加

村民集体表决形成决议，将集体林地通过签署赎买、租赁和托管协议，委托国家公园管委会统一管理，形
成对核心保护区更大范围的缓冲屏障；村民因放弃经济开发权利而获得补偿，资金来源纳入省级公益林补偿

财政预算；村民仍可作为集体林地权利人，将补偿收益权作为质押担保向银行贷款，贷款最高可达年度补偿收

益的 ２０ 倍， 期限最长为 ５ 年，这是我国国家公园对“保护地役权”国际方法的创新［７］。
１．２　 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突出问题

１．２．１　 市场机制还不健全

２０２０ 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总值”（ＧＥＰ）核算为 ２０５１．４３ 亿元，物质产品、调节服务、文化

价值分别占比 ２．３７％、８３．７２％和 １３．９１％。 其中，调节服务既是海南国家公园提供最多的生态产品，也是所有

国家公园最主要的生态产品，其生产供给主要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但由于生物

多样性（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作为公共性生态产品，具有外部性，难以分清具体的权利人与受益者，因此

大大限制了其价值的市场化实现手段，使国家公园依靠财政支出的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８］。 ２０１９ 年，海南国

家公园施行以断面水质作为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标准，４ 个上游县市共获得 ２３０４ 万元省级奖补资金，
这对传统的中央向地方“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是一种创新，但仍属于行政系统内的指标互换：政府既是运动员

又是裁判员，补偿资金来源单一，周边社区惠益分享不透明、不充分，缺少市场激励和企业参与。
１．２．２　 硬性约束仍待增强

我国没有从生物多样性角度，向开发者提出“将负面影响抵消净零”的专门规定，虽已出台《耕地占补平

衡考核办法》《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从占地面积和生态功能上，提出了

“先补后占、占补平衡”、“替代修复，等量恢复”等类似要求，但在实施中面临着开发者不具备生态修复所需技

术和时间，“占多少、补多少”凭何标准、如何实现、由谁核证等实际困难［９］。
１．２．３　 激励手段急需优化

我国没有赋予保护者将其所实现的“生物多样性净增益”用于经营获利的权利，虽通过施行《森林植被恢

复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形成了向企业征收、由政府管理的专项保

护基金，可以算作是开发指标置换的一种体现，但没有进一步推动将“生物多样性信用”创建为类似于“碳汇”
的新型交易标的物，用于企业付费、银行质押贷款、基金信托保险等市场服务［１０］。

从 ２０１７ 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要求“探索多渠道多元化投融资模式”，２０２１ 年《关于建立健全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
到 ２０２２ 年《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倡导“推动完善生态环保信

用制度，创新信用融资服务和产品”，表明我国鼓励引导金融资本与企业投资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建立市场机

制所需的政策环境日渐完善，可借鉴“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的国际经验，把开发者（企业）原本不计后果的

生物多样性损害，科学规制成为一种稀缺的“指标配额”，用于与保护者（国家公园）进行“横向”等价交换

（易）的机制创新，使生物多样性作为全民公益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得以真实反映，解决外部性问题，促进资源

优化配置［１１］。
这是一个创建新产品、新市场的过程，需要发挥多种政策工具的激励、约束作用与合力干预，包括在供给

端，通过颁布生物多样性或国家公园的专门法律，允许保护者（国家公园）出售作为抵消额度的生物多样性信

用以获得经济收益；在需求端，通过发布生物多样性影响抵消政策，强制开发者（企业）通过认购信用额度，满
足“零净损失”的监管要求。 国际经验表明，为对接、巩固上述供需关系，还需要其他部门参与进一步赋能市

场。 例如，环境部门制定、发布生物多样性信用核算方法学，并作为独立的信用核证机构；生产部门加强实施

３　 ５ 期 　 　 　 赵阳　 等：探索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市场化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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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零净损失”“占卜平衡、先补后占”“零毁林”“自然受益”等行业转型标准；金融部门在开发项目

审核中纳入生物多样性信用指标，与信贷评级、贷款额度及优惠利率挂钩等。 这些举措使生物多样性信用兼

具生态量度、交易单位、投融资标的三种功能，既可视为对现有生态补偿方法的有益补充，也可作为绿色金融

的创新形式，成为国家公园资源权益的组成部分，用于银行质押贷款，发行绿色债券，支持生态认证，吸引责任

投资，还能为公益捐赠提供标准化、便利性和透明度。

２　 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的国际实践与经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ＣＯＰ１５）通过了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 即《昆明⁃蒙特利尔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简称 “昆蒙框架”）。 其中，行动目标 １９ 提出的 “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ｓ），指的是彼此关联但相互独立的两种市场机制，推荐作为增加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资金的潜在手段［１２］。
２．１　 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的国际实践

２．１．１　 生物多样性抵消

生物多样性抵消是指开发项目在采取了适当预防及缓解措施后，仍须对残余的生物多样性损失进行足额

补偿，旨在实现“零净损失” （Ｎｏ Ｎｅｔ Ｌｏｓｓ，ＮＮＬ）；其规定最早可追溯至 １９７６ 年德国《联邦自然保护法》
（ＦＮＣＡ），该法第 １３—１９ 条也被称为《影响缓解条例》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Ｒ），要求避免重大生

态环境损害， 补偿人类活动对自然及其功能的残留影响；１９８５ 年加拿大《渔业法》（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ｃｔ）“禁止有害

地改变、破坏或毁坏鱼类栖息地”， 除非得到联邦渔业和海洋部 （ＤＦＯ） 颁发的许可证；１９９０ 年美国修订后的

《清洁水法》（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ｔ）派生出“４０４ 许可证”制度，强制企业满足“占补平衡”要求，以抵消证明作为获

得开发许可证的前提条件；２０１２ 年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 （ＤＥＦＲＡ） 开始实施生物多样性抵消国家试

点项目；２０１７ 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出台，以替代在该州施行的《濒危物种保护法

１９９５》。 新法将生物多样性抵消由“自愿性”修改为“强制性” ［１３］；２０１９ 年英国生态学会（ＣＩＥＥＭ）发布《生物

多样性净增益（ＢＮＧ）认证指南》，要求“净增益”须至少保持 ３０ 年；２０２０ 年《欧盟生物多样性战略 ２０３０》（ＥＵ
２０３０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４］ 与后续颁布的《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 （ＥＵ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ＣＳＲＤ） ［１５］作为“欧盟绿色新政”（ＥＵ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一揽子方案的组成部分，均对生物多样

性“零净损失”提出明确要求；２０２２ 年英国环境部制定《全国生物多样性指标》 ［１６］，着重强调了“层级缓解”
“净零损失”“净增益”等方法及指标对于达成本国生物多样性战略目标的重要性；２０２２ 年“昆蒙框架”行动目

标 １５ 呼吁所有企业监测、评估和批露对生物多样性依赖及影响带来的风险，逐步减少不利影响，增加有利影

响，并在行动目标 １９ 提出：“激励具有环境和社会保障的创新计划，如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绿色债券、生物多样

性抵消和信用、惠益分享机制等”，作为推荐方法。
截至目前，４２ 个国家已制定生物多样性抵消政策，或实施了“企业与生物多样性抵消项目”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ＢＢＯＰ） ［１７］，逐步确定了“ＢＢＯＰ 十项科学原则”，以确保生物多样性抵消项目的

设计及实施：（１）遵循“层级缓解”的优先序列，即避免、最小化、修复、抵消；（２）承认抵消的限制性，在某些情

况下，由于受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不可替代性或脆弱性，残余的负面影响可能无法得到完全补偿；（３）基于景观

尺度，发挥生态遥感科技和互联网大数据优势，采用自然资本方法，既对物种和栖息地给予权重赋值，又考虑

到生物多样性在生物、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多重价值；（４）将“零净损失”作为目标，强调“就地保育”，即在原

地（ｏｎ⁃ｓｉｔｅ）实现可衡量的保护成果，可合理预期不会造成生物多样性净损失；（５）实现额外的保护成果，即
“净增益”或“净正面影响”，抵消的设计应避免将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活动转移到其它地方，抵消所取得的保

护成果应超过如果不进行抵消所取得的成果；（６）重视利益相关方参与，在受项目影响和生物多样性补偿惠

及的区域，确保目标群体有效参与抵消项目决策，包括地址选择、监测与评估、活动设计和实施等；（７）促进公

平公正，尊重东道国法律和当地传统，应特别考虑原住民与当地社区的经济和文化权利； （８）增强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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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适应性管理方法（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包括监测与评估（Ｍ＆Ｅ），确保抵消取得的保护成果是永久性

的，至少也要与开发活动造成影响的持续时间相等；（９）提高透明度。 项目进展、成果应及时通过各种形式的

报告向社会公布；（１０）应用科学与传统知识，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自然资本核算”等科学方法开展

项目活动，包括借鉴当地与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的传统知识［１８］。
以在澳大利亚开展的 ＢＢＯＰ 项目为例，环境部根据《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１９９９》 ［１９］ 和《环境抵

消政策 ２０１２》，于 ２０１５ 年制定、发布了《生物多样性抵消银行认证评估方法学》 （Ｂｉｏ⁃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ＢＣＡＭ），将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抵消额度分为生态系统与物种两个方面，用来量化开发

活动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价值，以及保护行动实现的净增益，并提供“损益等价相抵”的评估标准［２０］，用来

指导开发项目通过以下三个步骤实施。
（１）遵循减缓生物多样性影响的优先序列原则。 首先“避免”，即禁止涉足开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在全球范围划定的“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ＫＢＡ）” ［２１］；其次，施工范围“最小化”；第三是生态“修
复”；如环境部门提供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 Ｗａｒｋｗｏｒｔｈ 煤矿报告［２２］ 显示，政府要求该矿山在关闭十年内完成

２１００ ｈｍ２的生态修复。 最后，“抵消”项目造成的遗留影响，即遵循“层级缓解”的国际准则（图 １）。 步骤 １—３
是常规的预防及减缓措施，如实施后仍存在显著且不可逆转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则须通过步骤 ４ 将残余的不

利影响抵消，满足“零净损失”（ＮＮＬ）监管要求，实现“净正面影响”（Ｎｅ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目标（图 １）。

图 １　 生物多样性影响“层级缓解”的优先序列
［２３］（避免、最小化、修复、抵消）

Ｆｉｇ．１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ｄ ｏｆ ４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ｔｅｐｓ ｏｆ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ｍｉｎ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ｆｆ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量化受项目影响的生物多样性价值量。 首先，定性评估受开发活动影响的生物多样性，包括受威胁

的生态群落、动物物种和植物物种，以及重要的本土动植物、生态系统和栖息地；其次，计算遭受扰动或影响的

物种栖息地（如繁育与觅食）及生态群落的面积（ｈｍ２）；最后，基于生态系统和物种两类，将这些面积分别换算

为受威胁的生物多样性价值，以“抵消额度”表示。 所有额度数值相加即代表受项目影响导致生物多样性丧

失的总价。 在 Ｗａｒｋｗｏｒｔｈ 煤矿案例中，受采矿活动影响的 ７２．１２ ｈｍ２沙林地与 ０．６７ ｈｍ２沙草地所换算的额度分

别为 ３０４３ 和 １６，基本按照“额度与生境面积成正比”的比例进行核算；而受影响物种的额度量化则需要考虑

野生动物数量和其他因素，如大食蜜鸟觅食栖息地（７０９．５ ｈｍ２）是鼠耳蝙蝠繁殖栖息地（２３７ ｈｍ２）面积的三倍

大，而二者额度却相差无几（１８９３２ 与 １８２２３），这主要是因为在相同面积的区域内，鼠耳蝙蝠的数量远远超过

大食蜜鸟（表 １）。
（３）实施损益等价交换，作为项目获得许可证的前提条件。 首先，要求项目采取一系列预防性措施，包括

土地整理，植被和土壤的调查数据记录，动植物、土壤和覆盖物资源的移植（包括表层土、覆盖层、木材和物

种），杂草与野火防控相关的灌木管理，害虫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治，地下水侵蚀、土地沉降等，将生态扰动和社

会风险控制到最小程度。 其次，根据科学评估，划定“生物多样性重建区”（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分为本地（ ｌｏｃａｌ）
与周边（ｒｅｇｉｏｎａｌ）两类，是指位于项目开发范围和临近的自然保护地缓冲区内，作为将项目移植土壤、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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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和土地覆盖物等抢救资源的生态搬迁安置点。 最后，加大自然资本投资，使在多个重建区实现的生物多

样性净增益总和，大于项目预期将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总价。 如 Ｗａｒｋｗｏｒｔｈ 煤矿报告评估预计，在项目周

边 Ｇｏｕｌｂｕｒｎ 流域和 Ｂｏｗｄｉｔｃｈ 保护地，以及矿区南部（Ｓｏｕｔｈｅｒｎ）及北部（Ｎｏｒｔｈｅｒｎ）共 ４ 个生物多样性重建区，可
针对生态系统和物种分别实现 ３７４６３ 与 ５６６３０ 个新增的抵消额度，大于采矿将造成的 ３１７００ 和 ３７２９３ 个额度

损失，证明项目能够超额实现“零净损失”目标（表 ２）。

表 １　 Ｗａｒｋｗｏｒｔｈ 矿区受影响的生态系统及物种栖息地面积与生物多样性抵消额度之间的换算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Ｗａｒｋｗｏｒｔｈ ｍｉｎｅ ｓｉｔｅ

生态系统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影响面积 ／ ｈｍ２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抵消额度
Ｏｆｆｓｅｔｓ

沙林地 Ｓａｎｄｓ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７２．１２ ３０４３

沙草地 Ｓａｎｄｓ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６７ １６

灰铁树林 Ｇｒｅｙ ｂｏｘ⁃ｉｒｏｎｂａｒｋ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６１４．６４ ２３３８４

修复的澳洲灰铁树林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ｇｒｅｙ ｂｏｘ⁃ｉｒｏｎｂａｒｋ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６．４３ １０８

铁皮斑点灰箱林 Ｉｒｏｎｂａｒｋ⁃ｓｐｏｔｔｅｄ ｇｕｍ ｇｒｅｙ ｂｏｘ ｆｏｒｅｓｔ １６．６１ ６３３

灰铁树林衍生草地 Ｇｒｅｙ ｂｏｘ⁃ｉｒｏｎｂａｒｋ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３７８．６ ４５１６

水坝 Ｄａｍ ０ ０

受采矿影响的生态系统价值（总计）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ｎｉｎｇ （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８９．１ ３１７００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影响面积 ／ ｈｍ２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抵消额度 Ｏｆｆｓｅｔｓ

大食蚁兽觅食栖息地 Ｒｅｇｅｎｔ ｈｏｎｅｙｅａｔｅｒ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ａｔ ７０９．５ １８９３２

大耳蝙蝠繁殖栖息地 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ｅｄ ｐｉｅｄ ｂａｔ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ａｔ １０．５ １３９

南方鼠耳蝠繁殖栖息地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ｙｏｔｉｓ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ａｔ ２３７ １８２２３

受采矿影响的物种价值（总计）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ｎｉｎｇ （ ｔｏｔａｌ） ９５７ ３７２９４

表 ２　 用抵消额度量化生物多样性损益———受影响生态系统和物种遭受的额度损失与生物多样性重建区新增额度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ｏｆｆｓｅｔｓ⁃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ｇａｉ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Ｗａｒｋｗｏｒｔｈ 矿区
Ｗａｒｋｗｏｒｔｈ ｍｉｎｅ

抵消额度
Ｏｆｆｓｅｔｓ

生物多样性重建区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ｏｕｌｂｕｒｎ Ｂｏｗｄｉｔｃｈ

被影响生态系统的价值量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１７００

在 ４ 个生物多样性重建区新增生态系统的价值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３７４６３ １１２３１ ４２１４ １６７１７ ４９８５

净差额（净增益）Ｎｅ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ｎｅｔ ｇａｉｎ） ５７６３

被影响物种的价值量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３７２９３

在 ４ 个生物多样性重建区新增物种的价值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５６６３０ ３８４５ ８９５ ３０００１ ２０４９８

净差额（净增益）Ｎｅ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ｎｅｔ ｇａｉｎ） １９３３７

２．１．２　 生物多样性信用

在发展初期，生物多样性信用用来代表开发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损害规模［２４］，即“抵消额度”
（Ｏｆｆｓｅｔｓ）；中期还可用来表征生态保护行动产生的生物多样性贡献程度，即“净增益” （Ｎｅｔ Ｇａｉｎ）。 因此，它既

是一种生态学领域的度量，也是市场体系中的交易单位；最新进展是作为一种经济工具和金融产品，即使在暂

无相关法律强制要求的情况下，也可由规避商业风险、履行社会责任、吸引责任投资、获得市场许可、申请生态

认证、提升 ＥＳＧ 评级、改进环境绩效、提高信息透明度等企业及金融机构的市场自愿行为拉动，增加自然资本

投资［２５］。 自此，生物多样性信用兼具生态量度、交易单位、投融资标的三种功能，既可视为对现有生态补偿方

６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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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有益补充，也可作为绿色金融的创新形式，有效解决生物多样性作为公益性生态产品的外部性问题。 鉴

于英澳美在该领域具有的成功经验，以下主要从信用应用的角度（主要分为信用量化、信用认证、信用交易三

个发展阶段），对三国的相关实践进行总结。
（一）科学量化信用价值。 （１）英国“乘积法”。 Ｓｃｈ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２）制定了一个整合丰度、系统发育和生态功

能三要素的复合指标，将栖息地根据物种多样性、稀缺性、原真性等条件，定性为高、中、低三个生境类型，分别

赋分，生境类型与生境条件分值的乘积为净增益，即生物多样性信用［２６］；（２）澳大利亚“当量法”。 针对生态

系统与濒危物种，以积分方式分别衡量对受威胁植物群落、受威胁物种个体及栖息地范围影响的补偿当量需

求，再乘以权重系数 （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Ｂｉｏｂａｎｋ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ｓｔ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Ｂｉｏｂａｎｋ， ２０１７）；（３）美国“变量法”。 Ｗｅｉｓｓｇｅｒｂｅｒ 等（２０１９）提出“关键生物多样性变量”（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ＥＢＶｓ）标准，包含物种种群、性状、遗传组成、群落组成、生态功能与结构等主要指标，能够多重比较

多个生态系统实物量及价值量的“净增益”或“净损失” ［２７］，是较为公认可以协调统一不同评估框架的有效工

具。 三种方法都支持从多维度进行生物多样性估值或比较结果，但由于在实践中面临时间及空间管理，恢复

或保护的难易程度等众多不确定性，因此英澳美三国原则上均要求，异地重建的生境必须等同于或优于受损

的栖息地［２８］。
（二）政策推行信用认证。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四条强调，“采取适当程序，要求就其可能对生物多样

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拟议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以期避免或尽量减轻这种影响”；“昆蒙框架”也提出，
“采取法律、行政或政策措施，鼓励和推动商业，确保所有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定期监测、评估和透明地

披露其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依赖程度和影响…，以逐步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增加有利影响”（行
动目标 １５）。 美国 １９９０ 年通过修订《清洁水法》（Ｃｌｅａｒ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ｔ），针对湿地侵占增加了“４０４ 条款”，强制开

发者为抵消产生的生物多样性影响，预先认购与造成损失相等的信用额度，作为获得开工许可证的前提条件。
澳大利亚 １９９９ 年颁布《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规定房地产、采掘业和路桥港口等基建项目，如涉及国家公园、濒危种群与栖息地、世界与国家遗产地、
国际重要湿地、受公约保护的迁徙物种、英联邦海域和大堡礁海洋公园等，首先要“避免”这些区域，其次要施

工范围“最小化”，第三是实施生态“修复”，最后“抵消”遗留的负面影响，即遵循“层级缓解”的国际准则；英
国国家标准机构（ＢＳＩ） ２０２１ 年根据英国生态学会制定的《生物多样性净增益（ＢＮＧ）认证指南》 （ＣＩＥＥＭ，
２０１９），发布《商业开发项目纳入生物多样性净增益设计和实施的过程规范》 （ＢＳ ８６８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ｅｔ Ｇ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９—３０］，规定项目开发不仅要满足生物多样性“零净损失”
要求，而且还要实现至少 １０％的“净增益”，并提供了核算生物多样性损益的技术方法、项目施工标准、绩效指

标和报告要求。
（三）市场实现信用交易。 政府对保护者经营生物多样性信用获利的赋能赋权。 美国《湿地抵消银行的

规划和操作指南》（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１９９５）、澳大利

亚《生物多样性银行认证评估方法学》（Ｂｉｏ⁃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和英国《生物

多样性净增益实践原则》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ｅｔ Ｇａｉｎ． Ｇｏ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２０１９） 支持实施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可持续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公共机构，负责任投资自然基础设施

的金融组织和发展生态友好型绿色产业的私营部门，通过修复、新建和扩大保护地面积实现公共性生态产品

大量增值，经环境部门量化、核证后成立“抵消银行”。 它并不是真正的银行，而是作为用来提供抵消额度的

信用储备库，采用信贷账户模式，基于损益相抵原则，将开发者（企业）的生态责任转嫁给自身的等价交换平

台。 各国根据对栖息地或物种侧重不同，又将抵消银行分为生境银行和物种银行。 在美国，物种银行和生境

银行由渔类及野生动植物管理局负责，而湿地银行则由陆军工程兵团审批，这样分工能够保证监管机构的专

业性［３１］（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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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比较分析国际主流的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交易模式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信用交易模式
Ｍｏｄｅｌ

美国湿地抵消银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银行
Ｂｉｏ⁃Ｂａｎｋｉｎｇ

相关法律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ａｗｓ

《农业法案》 有关湿地保护的法律条款；《清洁水法》
“４０４ 条款”和派生出来的“４０４ 许可证”制度。

《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２０１６》 《环境抵消政策》 《生物
多样性银行认证评估方法学》

适用范围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湿地作为政府应用许可证制度管理下的限额交易，主要
包括 ３ 个层次：（１）采取措施避免湿地破坏；（２）尽量降
低潜在的生态影响；（３）对于无法避免的负面影响，采取
修复受损区域、新建区域、增强现有区域、保护现有区域
４ 种方式进行保护。

强制要求缓解、抵消生物多样性影响，涵盖范围包括：（１）
房地产、采矿工程到海洋天然气项目和道路港口等基建项
目；（２）世界和国家遗产地、国际重要湿地、濒危种群和保
护地；（３）受国际协定保护的迁徙物种、英联邦海洋领域和
大堡礁海洋公园等多种土地类型，以及核电站。

信用标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ａｂｌｅ ｃｒｅｄｉｔ

湿地信用：基于可量化的抵消面积核算，并通过“高价值

湿地”赋予权重［３２］ 。
生物多样性信用：主要基于对栖息地和物种的实物量核算

及加权［３３］ 。
实施策略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监管部门对将造成湿地损害的不合理开发申请予以
否定；（２）如果项目开发和生态环境影响不可避免，则强
制开发 商 事 先 认 购 与 造 成 损 失 同 等 额 度 的 湿 地

信用［３４］ 。

遵循“层级缓解”的国际准则（避免、最小化、修复和抵消）：
（１）“避免”关键生物多样性区（ＫＢＡ）；（２）项目范围“最小
化”；（４）作业面生态“修复”；（４）生物多样性影响“抵消”
净零。

抵消方法
Ｏｆｆ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用于影响抵消的信用量化以湿地面积（ｈｍ２）为主，包括
生物多样性丰度、固碳、水文和土壤条件、物种引进数量
和生态价值赋值等综合指标；开发商认购信用额度用于
“抵消”项目开发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 供需双方交
易须符合“就近原则”，即尽量从被侵占地附近的湿地
银行认购抵消信用额度，按照 １∶１，占多少补多少；但如
果开发项目所侵占的湿地经评估属于“较高价值”，则
要求开发商从湿地银行购买的信用比例会达到 １ ∶ ２
或１ ∶３［３５］ 。

（１）识别、评估受项目开发影响的生物多样性，包括受威胁
的植被群落（包括土壤）、生态系统 和动物物种。 植被群
落须在作业面土地破坏之前就连同土壤一起整体处理，全
部移植到政府指定的“生物多样性重建区”（ＢＡ）；（２）根据

项目将要造成生境和物种损失的信用，通常以 ｈｍ２计算，在
ＢＡ 中相应地修复、增加，使之大于等于项目造成的信用损
失，并接受政府评估，定期发布报告；（３）为环保组织提供

赠款，保护当地特有物种，确保实现“净增益” ［３６］ 。

实现效益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２０１６ 年美国湿地信用销售总额达 ３６ 亿美元，共登记了
３３６５ 个湿地信用“贷方”账户。 每年湿地缩减面积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１３５０００ ｈｍ２减少为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６０００ ｈｍ２，几乎

实现“零净损失” ［３７］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鱼类和野生动物联邦管理局已批准建立了超
过 １３５ 个用于提供信用积分的 “生物多样性重建区”
（ＢＡ），保护总面积超过 ５７４６５ ｈｍ２ ［３８］ 。

劣势分析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１）从生态功能来看，仍有“就近原则”无法解决的缺
陷。 项目开发地与湿地恢复地处于不同区域，有时距离
很远，本地失去的湿地生物价值和水文功能无法被异地
生态重建所取代或缓解，原住民与当地社区的福祉受到
影响；（２）只有不断扩大信用储备及来源渠道，监管机构
才具备更大能力确保开发商认购的湿地信用与受影响
湿地的类型、功能和价值更准确地匹配，提高抵消的生

态效益［３９］ 。

（１）抵消比率不够科学， 无法证明损失与增益是等价的，没
有很好地考虑间接和累积影响；（２）孤立的小块土地不足
以支持物种生存繁衍，因此 ＢＡ 需要大片连续的土地，而且
需要大量的管理维护以维持栖息地的生态功能，避免生境
退化和物种迁移；（３）土地需求和永久保护的政府要求虽
然增加了当地的生态系统服务盈余（价值量）和增量（实物
量），但也推升了生物多样性银行的运行成本和管理

难度［４０］ 。

优势阐释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１） 抵消可比性。 损失与增益（损益）基本等价———这需要对相似类型及数量的生物多样性进行科学量化与信用核

算，作为交易（交换）的基础［４１］ 。
（２）抵消持久性。 生物多样性净增益（ＢＮＧ）的持续期限至少应与项目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影响时间一样长。
（３）规模效应。 抵消银行能够以较低成本保护大片连续生境和野生物种，并采取“吸储”方式，将零散、孤立的生态价

值通过开立“贷方”信用账户整合起来，聚沙成塔，提高信用储备，扩大信贷规模［４２］ 。

２．２　 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的国际经验

２．２．１　 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之间的关联与差异

２０２２ 年底昆蒙框架正式发布，首次将“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并列提出，这是深刻考虑到两种机制长期

以来既相互区别、独立，又互有融合促进的发展背景。 首先，抵消是一种生态补偿的市场机制，作为生物多样

性影响“层级缓解”（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优先序列（即避免、最小化、修复、抵消）的最后步骤，通常无法被单

独实施，否则企业有被媒体或公众贴上“漂绿”标签的风险；生物多样性信用则主要作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
重点在于创建和出售类似于“碳汇”的新型标的物，为产生可衡量的生物多样性“净增益”的保护行动提供资

金。 企业、金融机构、组织或个人可直接购买，对产生该信用的自然保护地进行反哺。 其次，抵消强调“就近

原则”，主张尽量“就地保护”，而信用则不受本地限制，异地甚至国外以标准化信用衡量的保护成果都可以通

过绿色债券、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方式或互联网区块链技术得到交易。 最后，就发展阶段而言，前期发展以抵

８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ｈｔｔｐｓ： ／ ／ ｎｐ．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消为主，在重大开发项目如采掘、水电、基建等部门得到广泛应用，信用在该阶段主要是作为抵消额度的量度，
用来衡量开发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净损失”，以及生态保护修复活动实现的“净增益”；中期发展的标志是在各

国成立的“抵消银行”（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如美国“湿地抵消银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澳大利亚

“生物多样性银行”（Ｂｉｏ⁃Ｂａｎｋｉｎｇ）、德国“生态银行”（Ｅｃｏ⁃Ｂａｎｋｉｎｇ）等。 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银行，而是作为用

来提供抵消额度的“信用储备库”，采用信贷账户模式，基于“损益相抵”原则，将开发者（企业）的生态环境责

任转嫁给自身的等价交换平台；后期发展是指近年来，尤其是 ＣＯＰ１５ 大会召开后，生物多样性信用越来越多

地被当做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不受“层级缓解”限制而独立实施，通过优化激励（如绿色信贷、责任投资）和
强化约束（如信息披露、市场准入）促进私营部门交易经过可量化、可认证和可追溯的生物多样性信用，成为

“企业回馈大自然并确保产生积极影响的一种方式” ［４３］，既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展示向“自然受益”（Ｎａｔｕ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转型的创新形式，也是一种由政府引导、市场赋能的生态补偿机制。
２．２．２　 实施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的效益、问题及前景

（一）实施的主要效益。 （１）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额外资金。 ２０１９ 年各国 ＢＢＯＰ 共产生了 ６３—９２ 亿美

元的交易额。 马来西亚的棕榈油企业向保护区内 １００ｍ２雨林恢复面积支付的信用价格为 １０—３０ 美元；美国

湿地研究协会致力于生态重建，根据《濒危动物法》，拥有通过环境部门认证的 ７３９ 个濒危青蛙和蝴蝶信用，
每个用于抵消的信用平均售价逾 ２００００ 美元［４４］；（２）实现多利益相关方共赢。 由公立或私人性质的保护地与

开发商直接进行信用交易，前者彰显保护效果，获得经济收益，后者提升信用评级，满足监管要求，取得开发资

质。 同时，在整个过程中强调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改善居民的生计福祉。 这样做可增加

生物多样性信用估值，提高其市场售价；（３）提高保护成效的显示度。 基金会、环保组织通过生态保护和修复

产生的“净增益”，也可通过开设“贷方”信用账户参与抵消交易获利。 该举措有利于将社会上零散的生物多

样性信用以标准化形式打包，形成统一定价的生态资产；（４）为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在政府部门进行的商业

开发审批、企业用地审核、行业资质许可证、处理违规侵占森林湿地草原等制度设计中融入生物多样性损益量

化的信用指标，使决策程序、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更加完善［４５］；（５）提升综合治理水平。 生物多样性信用用途

广泛，可为企业社会责任、环境绩效、生态认证与信息披露提供背书，还能为向保护区的公益捐款带来标准化、
便利性和透明度，甚至被开发为区块链数字货币（如澳大利 ＢｉｏＴｏｋｅｎ）。

（二） 存在的重要问题。 （１）各国进展不均衡。 ４２ 个已制定抵消政策的国家中，ＢＢＯＰ 只在十几个法律

强制或市场激励较为充分的国家得到了有效实施［４６］；（２）抵消交易与信用融资发展不平衡。 生物多样性信用

更多地是作为抵消额度用于企业付费获利，而作为生态资源权益用于银行质押贷款，发行影响力债券、绿色保

险和信托基金产品的案例较少［４７］；（３）跨部门协同不够。 抵消或信用只作为促进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修

复的单一市场手段，没有与政府土地规划、产业生态化和金融绿色化等国家及地方经济政策有效衔接，或提供

实施支撑［４８］。
（三）扩大应用的前景分析。 ２０２０ 年，保尔森基金会发布《为自然融资：填补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

报告指出，２０１９ 年生物多样性抵消在全球共产生了 ６３—９２ 亿美元的保护资金，而优化该机制的政策环境，有
望使之在 ２０３０ 年前，每年产生约 １６５０ 亿美元的资金潜力，在预期增量规模上几乎等同于其他 ６ 种被该报告

推荐的资金机制的总和，包括自然基础设施、绿色金融产品、国内财政预算及税收、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解决

方案及碳市场、海外发展援助和可持续供应链，在推荐资金机制的总名单上位列第二（图 ２），仅次于消减有害

于生物多样性的农业补贴带来的资金增量（约 ２０００ 亿美元），能够帮助缓解全球每年 ７０００ 多亿美元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资金需求压力。 该报告对抵消机制未来资金潜力的估算是假设这 ４２ 个国家完全实施了现有的生物

多样性影响抵消政策，而且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抵消措施，按照 ２０３０ 年前世界范围内预计将进行的大型建

设开发项目分析得出［４９］。 鉴于城市及其配套的基础设施还会持续扩张，尤其在亚太地区，“未来十年，亚洲城市

人口将新增 ５．５ 亿，在面临环境风险最严重的 １００ 个全球城市中，有 ９９ 个位于该区域” ［５０］。 据此，预计加强实施

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将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从各国的开发商及金融机构手中筹集到更多保护资金。

９　 ５ 期 　 　 　 赵阳　 等：探索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市场化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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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３０ 年前通过各类资金机制将实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预期增长 ／ 亿美元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ｂｙ ２０３０ （ ｉｎ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ｏｌｌａｒｓ）

３　 建议

“昆蒙框架”明确要求各国政府在定期提交的国别报告中，阐述该国对所有行动目标的实施进展，以增强

履约透明度。 因此，行动目标 １９ 所包含的“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将对各国相关法律、政策产生促进作用。
（一）已制定了抵消政策的国家将通过监管要求、规划流程、立法执法等措施加强实施现有政策；尚未制定政

策的国家应着手制定、实施这些政策。 （二）各国政府应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对关键栖息地作出识别，发布相关

信息，信息包括监管机构、开发商、受影响社区等，作为项目规划参考和生物多样性抵消的实施依据。 （三）我
国应在相关政策与决策程序中加强融入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考量，包括：（１）从绿色金融的角度，鼓励银行提供

与生物多样性信用挂钩的企业信用评级、信贷准入、绿色信贷等优惠条件；（２）从空间管控的角度，要求开发

商以报告和验证方式证明没有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净损失”；（３）从保护区融资的角度，允许国家公园作为生

物多样性信用提供方，与抵消付费的企业建立市场关系，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利益。 具体实施可通过未来

的国家公园综合立法、生物多样性专门立法、自然资源立法和生态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约束激励进行具体

规定，引导、规范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额度的科学核算与市场创建，促进区域间、跨部门横向价值交换

（易），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国土空间规划、主体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制度设计统筹

衔接，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格局。 这对其他国家将 ＢＢＯＰ 作为“单一”市场手段的局限性来说，既是协同

创新，也是治理突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解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四难”问题提供一

条可行路径。
３．１　 以自上而下的国家公园立法统筹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与补偿的总体布局

３．１．１　 优化激励———通过立法赋予国家公园经营生物多样性信用，获得交易性和投资性收益的权利。 既向

企业出售抵消额度，又向银行信用质押贷款，还可利用信用增值，采取债券、基金和保险等金融绿色化手段，吸
引社会投资，使生物多样性作为公共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成为生态补偿传统模式（财政转移支付）的
有益市场补充，践行“保护者获益、受益者付费，损害者赔偿”的公平理念。 可借鉴英美澳三国通过立法促进

生物多样性信用科学量化、政府认证和市场交易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际情况加以本

土化创新。

０１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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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硬化约束———加速制定生物多样性影响抵消政策，强化落实“谁损害，谁赔偿”。 推动遵循“层级缓解”
的优先序列（即避免、最小化、修复、抵消）由行业偏好向法律强制转化。 例如，借鉴英国《商业开发项目纳入

生物多样性净增益设计和实施的过程规范》的实施经验，指导相关部门在国家公园产业准入清单、绿色产业

指导目录、项目正面清单中提出“抵消净零”的行业适用范围和企业“占多少、补多少”的量化标准，发布“和谁

补、怎么补”的流程办法，强化监督问责；通过 ＥＳＧ 评级指数、社会责任报告指数等方式，引导企业生物多样性

信息披露从自愿性向强制性过渡。
３．２　 以自下而上的多样化经济手段拉动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的市场需求

３．２．１　 金融扶持———提供生物多样性信用融资产品。 ２０２１ 年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ＣＯＰ１５）第一阶段会议期间，６０ 家中外银行共同签署了《银行业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宣示》，承诺

“确立生物多样性偏好”，“积极发展生态信贷”。 据此，建议金融机构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绿色债券支持项目

目录》，在投融资决策与绩效评估中纳入避免、减缓和抵消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指标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度，降
低金融风险；丰富与生物多样性信用挂钩的产品类型，包括贷款、利率、债券、保险、信托和基金等，建立与国家

公园作为生物多样性信用提供方的沟通、合作机制。
３．２．２　 企业示范———开展生物多样性影响抵消行动。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３０ 年）》（ＮＢＳＡＰ），作为落实“昆蒙框架”的重要举措，着力推动创新生物多样性投融

资和可持续利用机制，规范生态友好型经营活动，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生态产品体系。 建议在 ＮＢＳＡＰ 实施过

程中，基于“优先行动 ２６：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关于“探索建立市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补偿机制，深化生

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动员更多社会性资金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相关要求，加大对国家公园和试点企业

合作开展生物多样性抵消的授权赋能，对提升生物多样性信用评级的企业给予用地指标、绿色信贷、市场准

入、特许经营、生态认证、可持续消费与采购、招标、税收、贸易和价格等优惠，以点带面，扩大示范效应。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欧阳志云， 杜傲， 徐卫华．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研究．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０（２０）： ７２０７⁃７２１５．
［ ２ ］ 　 臧振华， 徐卫华， 欧阳志云．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２１， ２９（３）： ２７５⁃２７７．
［ ３ ］ 　 高晓龙， 林亦晴， 徐卫华， 欧阳志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０（１）： ２４⁃３３．
［ ４ ］ 　 张海霞． 中国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机制研究． 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２０１８．
［ ５ ］ 　 臧振华， 张多， 王楠， 杜傲， 孔令桥， 徐卫华， 欧阳志云． 中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经验与成效、问题与建议．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０

（２４）： ８８３９⁃８８５０．
［ ６ ］ 　 闫颜， 唐芳林， 田勇臣， 金崑． 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的实现路径．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２１， ２９（１）： １２３⁃１２８．
［ ７ ］ 　 王宇飞， 苏红巧， 赵鑫蕊， 苏杨， 罗敏． 基于保护地役权的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方法探讨： 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生物多

样性， ２０１９， ２７（１）： ８８⁃９６．
［ ８ ］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机制与模式研究” 课题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机制与模式．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２０１９．
［ ９ ］ 　 赵阳， 刘援． 绿色金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第九章）．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２１．
［１０］ 　 赵阳， 李宏涛． 以经济手段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２２， ３０（１１）： １８⁃２６．
［１１］ 　 赵阳， 刘援． 绿色金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第十一章）．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２２
［１２］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２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ｓ： 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３．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ＷＥＦ＿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ｒｅｄｉｔ＿ Ｍａｒｋｅｔ＿２０２２．ｐｄｆ．
［１３］ 　 新南威尔士州环境部． 新南威尔士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ｎｓｗ． ｇｏｖ． ａｕ ／ ｔｏｐｉｃｓ ／ ａｎｉｍａｌｓ⁃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ｆｏｒｍ，２０２４⁃０３⁃０５
［１４］ 　 Ｇａｔｔｉ Ｒ Ｃ， Ｉａｒｉａ Ｊ， Ｍｏｒｅｔｔｉ Ｇ，ｅｔ ａｌ．ＥＵ２０３０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Ｕｎｖｅｉｌｉｎｇ ｇａ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Ｉｔａ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４， ７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ｊｎｃ．２０２４．１２６６２１．
［１５］ 　 Ａｎｄｒｅｊａ Ｐ，Ｊｅｒｎｅｊ Ｂ．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ＳＲ：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Ｓ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２２，１４（２４）：１６６４８⁃１６６４８．
［１６］ 　 Ｓａｒｍｉｅｎｔｏ Ｍ， Ｍｏｒｇａｎ 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ｓ：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Ｎｅ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２０２３⁃２⁃２４）［２０２３⁃１１⁃１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ｍｏｎｇａｂａｙ．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ｒｅｄｉｔｓ⁃ａ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ａ⁃ｎｅｗ⁃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ｇ⁃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１７］ 　 胡远洋．生物多样性抵消的研究进展．生物多样性， ２０２２， ３０（０２）：１４８⁃１５７．
［１８］ 　 Ｔｒｅｎｄｓ Ｆ．Ｔｏ Ｎｏ Ｎｅｔ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ＢＢＯＰ）． ２０１３．

１１　 ５ 期 　 　 　 赵阳　 等：探索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市场化新路径 　



ｈｔｔｐｓ： ／ ／ ｎｐ．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１９］　 新南威尔士州环境部． 生物多样性银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ｎｓｗ．ｇｏｖ．ａｕ， ２０２４⁃０３⁃１０
［２０］ 　 新南威尔士州环境部． 新南威尔士州环境与评估法．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ｎｓｗ．ｇｏｖ．ａｕ ／ ｖｉｅｗ ／ ｈｔｍｌ ／ ｉｎｆｏｒｃｅ ／ ｃｕｒｒｅｎｔ ／ ａｃｔ⁃ １９７９⁃２０３， ２０２４⁃０３⁃１０
［２１］ 　 黄波，李天娇，李烨．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１⁃ １１［２０２１⁃０９⁃ 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３２５４ ／ ｊ．ｊａｒｅ．２０２０．０５０５．
［２２］ 　 兖矿澳大利亚公司． Ｗａｒｋｗｏｒｔｈ 煤矿．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ｓｉｔｅ．ｙａｎｃｏａｌ．ｃｏｍ．ａｕ，２０２３⁃０７⁃０５
［２３］ 　 Ｈｒａｂａｎｓｋｉ Ｍ． Ｔｈ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ａｓ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５， １５： １４３⁃１５１．
［２４］ 　 Ｓｃｈｅｉｎｅｒ Ｓ Ｍ． Ａ ｍｅｔｒｉｃ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ｉｋｏｓ， ２０１２， １２１（８）： １１９１⁃１２０２．
［２５］ 　 赵阳，丁黎明，刘艳青． 绿色金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第九章第一节） ．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２３
［２６］　 Ｗｈｉｔｅ Ｔ Ｂ，Ｂｕｌｌ Ｊ Ｗ，Ｔｏｏｍｂｓ Ｔ Ｐ，Ｋｎｉｇｈｔ Ａ Ｔ．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２１，３ （７）： ｅ４３１．
［２７］ 　 Ｗｅｉｓｓｇｅｒｂｅｒ Ｍ， Ｒｏｔｕｒｉｅｒ Ｓ， Ｊｕｌｌｉａｒｄ Ｒ， Ｇｕｉｌｌｅｔ 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ｔ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 ｌｏｓｓ ｂｕ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 ｇａｉ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２３７： ２００⁃２０８．
［２８］ 　 Ｂｕｓｃｈｋｅ Ｆ Ｔ，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Ｓ Ｐ． Ａｄｄ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９， ２５（９）： １３５１⁃１３６１．
［２９］ 　 Ｍｅｈｒａｂｉ Ｚ， Ｎａｉｄｏｏ Ｒ．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２２，６０１， Ｅ１７⁃Ｅ１８．
［３０］ 　 Ｍａｎｕｅｌｌ 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Ｉｍｍｉｎｅｎｔｌｙ Ｆａｃｅ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ｕｎｄ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ｂｏｎ． （２０２３⁃１⁃３１） ［２０２３⁃

１１⁃１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ｂｏｎ⁃ｐｕｌｓｅ．ｃｏｍ ／ ２１２８２０ ／ ．
［３１］ 　 陈妍， 周妍， 周旭． 生物多样性抵偿的内涵、途径与启示． 中国土地， ２０２１（１２）： ３３⁃３６．
［３２］ 　 Ｍｏｒｅｎｏ⁃Ｍａｔｅｏｓ Ｄ， Ｐｏｗｅｒ Ｍ Ｅ， Ｃｏｍíｎ Ｆ Ａ， Ｙｏｃｋｔｅｎｇ 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ｓｓ ｉｎ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ＬｏＳ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１０

（１）： ｅ１００１２４７．
［３３］ 　 刘金淼， 孙飞翔， 李丽平． 美国湿地补偿银行机制及对我国湿地保护的启示与建议．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８， ４６（８）： ７５⁃７９．
［３４］ 　 胡远洋． 生物多样性抵消的研究进展．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２２， ３０（２）： １４８⁃１５７．
［３５］ 　 李京梅， 张慧敏， 王娜．生物多样性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与制度安排———国外生物多样性银行经验借鉴与启示．生态学报，２０２３，４３（０１）：

１９８⁃２０７．
［３６］ 　 赵阳， 孙祯， 王影． 力拓集团： “生物多样性银行” 的创意． ＷＴＯ 经济导刊， ２０１８（３）： ４５⁃４６．
［３７］ 　 马朋林， 郝欣欣． 生物多样性信用在矿山生物多样性补偿中的应用———以新南威尔士州煤矿生物多样性补偿为例． 自然资源情报， ２０２２

（３）： ２４⁃３２．
［３８］ 　 Ｌｅｖｒｅｌ Ｈ， Ｓｃｅｍａｍａ Ｐ， Ｖａｉｓｓｉèｒｅ Ａ Ｃ．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ｂｅ ｗａｒｙ ｏｆ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ｆｓｅ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７， １３５： １３６⁃１４９．
［３９］ 　 Ｈｏｗａｒｄ Ｂ．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ＮＥＲＣ ／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４０］ 　 Ｂｒｏｗｎ Ｍ Ａ，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Ｂ Ｄ， Ｂａｒｔｏｎ Ｂ Ｊ， Ｊｏｓｈｉ Ｃ．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２０１３， ３１（１）： ３４⁃４４．
［４１］ 　 Ｇｒｉｍｍ Ｍ．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

５７： １２５８７１．
［４２］ 　 Ｊｏｎｅｓ， Ｋ．，＂ Ｎｅｗ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ｏ ｈｅｌｐ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Ｓｔｕｆｆ， 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ｕｆｆ． ｃｏ．ｎｚ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１２９０６０３１５ ／

ｎｅｗ⁃ｍａｒｋｅｔ⁃ｔｏ⁃ｈｅｌｐ⁃ｒｅｓｔｏ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３］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２０）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ｉｓｋ Ｒｉｓｉｎｇ： Ｗｈｙ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Ｅｎｇｕｌｆ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３．

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ＷＥＦ＿Ｎｅｗ＿Ｎａｔｕ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０．ｐｄｆ．
［４４］ 　 Ｖｅｒｒａ．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ｒｅｄｉ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ｖｅｒｒａ．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Ｖｅｒ ｒａ＿ＮａｔｕｒｅＣｒｅｄｉｔｓ＿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２０２２．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２３⁃１２⁃１７）
［４５］ 　 Ｐｏｒｒａｓ Ｉ， Ｓｔｅｅｌｅ Ｐ．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Ｈｏｗ Ｂｉｏｃｒｅｄｉｔ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Ｉ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 ＆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 ２０２０⁃ ５⁃ ３１） ［ ２０２３⁃ １１⁃ １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ｉｅｄ．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ｓ ／
ｍｉｇｒａｔｅ ／ １６６６４ＩＩＥＤ．ｐｄｆ．

［４６］ 　 彭昀月， 靳彤， 张小全． 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概念、原则、交易和挑战．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２４， ３２（２）： １５４⁃１６４．
［４７］ 　 Ｉｒｉｓ Ｈ， 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 Ｂ， Ａｎｉｔａ Ｈ， ＥＵ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０２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２ｎｄ ｅｄｎ， ｐｐ． １５⁃ 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ｉｎａｎｃｅｆｏｒｂｉ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ｕｉｄｅ⁃ｏｎ⁃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 ．

［４８］ 　 ＪＮＣＣ （２０２１）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ｎ ＵＫ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ｔｔｐｓ： ／ ／ ｊｎｃｃ．ｇｏｖ．ｕｋ ／ ｏｕｒ⁃ｗｏｒｋ ／ ｕｋｂｉ⁃ｅ２⁃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 ｒｅ ／ ．
［４９］ 　 Ｄｅｕｔｚ Ａ， Ｈｅａｌ Ｇ， Ｎｉｕ Ｒ， Ｓｗａｎｓｏｎ Ｅ， 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 Ｔ， Ｚｈｕ Ｌ， Ｄｅｌｍａｒ Ａ， Ｍｅｇｈｊｉ Ａ， Ｓｅｔｈｉ Ｓ， Ｔｏｂｉｎｄｅ Ｊ （２０２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Ｇａｐ． Ｔｈｅ Ｐａｕｌ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５０］ 　 朱春全． 迈向自然受益的商业未来———新自然经济的进展和趋势．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２０２２（Ｓ２）： ４８⁃５１．

２１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